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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过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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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返乡创业是发展乡村经济并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利用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后针对返乡创业者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考察了以亲属为对象的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全

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特殊信任会使创业者基于发展型动机进行创业,但会抑制他们通过

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和劳动力,并且对企业的客观绩效没有产生促进作用.提出相关部

门在鼓励返乡创业者发挥特殊信任在创业初始阶段的正向影响的基础上,应积极推动优惠

政策与创业者之间的对接,强化政策的落地能力,以此提升返乡创业的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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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中,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流动速度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从农

村到城市这样一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格局拉动了宏观经济持续增长,但也使城乡不平等程度逐渐扩

大,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短缺、产业空心化等问题是造成农村贫困加剧的重要原因[１].创业是农村减贫

的有效方式.大量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实,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可以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显著

提升创业者和受雇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２],进而降低整体贫困率[３Ｇ４].中国在２０１７年提出的乡村振

兴战略中强调了创业在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出

台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从“加强扶持引导服务”“支持建立多种形式的创业支撑服务平台,完善乡

村创新创业支持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提升乡村创业行动效果的路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土

地、财税、信贷、人才等方面出台了扶持农村创业的配套措施.受到政策的强力推动,除了农村本地创

业活动迅速开展外,返乡创业热潮开始形成.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８年底,返乡创业

人员已达７８０万人,其中农民工为５４０万人,占７０％① .
自主创业离不开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对于返乡创业者而言,除了外出务工经历可以帮助其积累

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３],该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开展创业活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外
出务工者需要在新的生活空间和工作场域中构建新的社会网络,这对增强其在创业初期的融资能力、
获取市场信息、扩展客户规模都具有积极影响[５].另一方面,外出务工者在回到家乡创业后也会积极

利用初始的社会网络来获取创业所需的基础资源,进而提高创业的可能性[６].总体而言,此前的研究

主要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不过,社会资本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它还包括诸

如信任、规范等可以促进合作行动的要素[７].经济学文献高度重视信任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尤
其是信任与创业活动的关系引起了广泛讨论[８Ｇ１１].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加快

了社会变迁的速度,导致公众对他人的信任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处于高度变动的状态,因而信任与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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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在内的经济活动的联系更加紧密.少量的研究讨论了政治信任对个体创业决策的影响外[１２],大
量关于信任与创业的研究集中在人际信任,确切地说是对社会多数人的社会信任或普遍信任[１３Ｇ１５],对
以亲属为对象的特殊信任是否会影响人们的创业活动特别是返乡创业者的创业活动尚待研究.鉴于

此,本研究采用２０１９年对全国返乡创业试点地区的企业进行调查所收集的数据,以此来考察以亲属

为对象的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过程的影响.
本文试图在三个方面做出新的探索:第一,使用以返乡创业者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企业层面的调查数据,以获得推论范围更大的结论;第二,对返乡创业活动的全过程进行分析.以往

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这两个阶段,这导致一些重要的因素难以被呈现.本研究

使用的数据包含了返乡创业活动的详细信息,涵盖了创业动机,信息、资金和员工的获取渠道以及创

业绩效等创业过程的全部环节;第三,实证考察特殊信任在返乡创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了解信任

与创业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

　　按照经典的创业理论的观点,创业是一种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行动者将现存的生产要素进行重

新组合并引入到生产体系之中的创新性活动[１６].因此,传统经济学将创业视作一种关于企业家的人

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如何实现最优组合的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个体都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

中,创业者的行动会受到基于关系网络而形成的社会资本的影响.除了社会网络和规范外,信任也是

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７].Fafchmps认为,信任是使特定个体在不确定条件下与他人形成合作关

系的一种积极的心理预期.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信任对缓解环境不确定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具

有重要作用[１７],并且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信任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１８].在各种经济活动中,
创业面临着更大的资源约束和外部风险,而作为风险缓冲机制的信任则对激励个体创业具有重要作

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信任发挥着风险分担的功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自身拥有的资源多寡以及外部的技

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共同影响,因而其在运营过程中不得不承受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初创企业

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信任是信任者对被信任者向自己提供帮助的一种期待[１９].因此,即使处于

困难时期,信任水平高的人仍认为自己能够获得他人的帮助,从而愿意从事高风险的经济活动.第

二,把握创业机会是个体进行创业准备的重要前提,而信任可以促进信息的传递和流动.创业警觉理

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创业机会产生的重要来源[２０].人们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对他人的看法趋向

积极,因而往往有很大的交往范围.社会网络的扩大有助于提高建立弱关系的可能性,从而可以获得

更多的异质性信息,这对于抓住其他人尚未发现的创业机会具有重要作用[２１].第三,信任可以形成

社会资本,进而激发合作行为.信任既产生于社会网络,又具有独立性,反过来可以扩大社会网络,使
网络成员进行交往的范围、频率和深度得到显著提高.研究表明,在公司内部,信任水平高的人更愿

意采取小组工作模式,这对于提高工作效率以及之后组建创业团队具有正向作用[２２].
虽然信任促进创业活动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信任的类型是丰富多样的,其

能否发挥作用会受到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结构的限制.因此,针对本文所研究的返乡农民群体,需
要结合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环境来分析信任与返乡创业的关系.根据信任对象属性的不同,可以将

信任划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种基本形态[２３].其中,人际信任有着两种不同的生成机制[２４]:一
方面,在面对面的互动中,参与者可以根据对方的人格以及关系状态而建立信任.这是一种针对特定

个体的、切实感知到的“特殊信任”;另一方面,人际信任也可以是一种“普遍信任”,它不需要以真实的

互动体验为基础,而仅仅通过对某一类人群或公众整体的抽象感知就可以形成.在中国,人际信任的

二元结构非常不均衡,特殊信任占据主导地位,这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事实上,中国

人的关系网络主要是基于血缘等纽带组织起来的,加上长期受到宗族文化的影响,人际关系存在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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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亲疏远近.在这种“差序格局”社会结构的影响下,个体对他人的信任也是一种以血缘关系所包

含的情感联系为基础的差序性信任.在这种差序信任结构中,处于最里面的特殊信任所联系的对象

是与信任者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群体,双方具有最高的信任水平.随着血缘关系的减弱,信任程度递

减,最终在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普遍信任上终止[２５].
中国的农村地区长期以来是一个熟人社会,宗族网络异常发达,因而以亲属为对象的特殊信任具

有很高水平,并且特殊信任也被农民作为开展经济活动的工具.以创业为例,虽然经济资本和人力资

本的缺乏对农民施加了很大约束,但当地良好的信任环境为农民开展创业活动提供了替代性资源.
例如,马光荣等对湖南、黑龙江、云南等地农村的分析发现,亲友间的互惠行为较为普遍,由此形成了

稳固的亲友网络,因而对借贷者有较高水平的信任,从而愿意为创业互动提供资金支持[２６].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本地农民外,返乡农民也是农村创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返乡农民是在中国

的户籍制度和高速城镇化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群体.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可以增加储蓄,
也可以开阔眼界和提高技能,这为农民在回乡后开展创业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２７].也有学者关注社

会资本对返乡创业的影响,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可以拓展农民在外地的社会网络,从而获取更多的创业

资金和客户资源[５].但现有研究在本地社会资本与返乡创业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汪三贵等

对河南省的返乡农民工样本的分析发现,根植于当地的亲友网络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和创

业决策的可能性[２８].但周广肃等对CHIP数据的分析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

工在家乡地的社会资本,并且这种削弱效应在宗族文化强的地区更加突出,从而不利于创业绩效的

提升[２９].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国返乡创业活动的研究仍存在不小的改进空间.首先,从社会资本角度分

析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创业活动的逻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网络的作用,但对信任可能产生

的直接作用尚未进行检验.尽管已有不少研究提供了普遍信任可以促进创业活动的证据,但由于返

乡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仍是以血缘或亲缘为纽带,因而以亲属为对象的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的影响需

要加以重视.其次,之所以现有研究在社会资本与返乡创业关系上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很可能是因为

它们分别考察了创业的起点和终点,也即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而未对返乡创业过程进行细致分析.
最后,现有关于返乡创业的文献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对特定省份或地区的问卷调查.但中国各个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这意味着以往的相关研究存在明显的样本代表性问题,从而

影响了既有研究结论在全国范围的推广意义.
鉴于此,本文基于２０１９年全国返乡创业者抽样调查数据,充分分析其中关于返乡创业过程的详

细信息,从经验层面考察特殊信任在创业不同阶段的作用.

　　二、研究设计

　　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于２０１９年１—７月份对中国大陆地区

２９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企业开展的调查.该调查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全

国返乡创业试点地区作为抽样框,通过全国１５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在读学生以及项目组直接到公布

的典型地区进行调查,所调查的对象均为返乡创业企业.调查问卷分为六个模块,覆盖了有关返乡创

业者及其企业的详细信息,包括:(１)创业后企业发展情况;(２)返乡创业行为;(３)返乡创业企业运营

情况;(４)创业后企业发展情况;(５)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及培训情况调查;(６)企业主的满意度.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６０００份,回收调查问卷３１２０份,有效调查问卷２１３９份,问卷回收率和有

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５２％和３６％.在剔除了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后纳入分析过程的样本为

２１３６家企业.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调查的时间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后,并且在样本的规模和代表性

上都得到了保证,因而所收集的数据可以较好反映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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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变量说明

(１)因变量的确定.本文聚焦于返乡创业的全过程.因此,研究不仅关注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
而且考虑了创业者获取经营企业所必备的各种资源的方式.结合调查数据所能提供的信息,将返乡

创业过程分解为四个部分,分别为:创业动机、对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了解程度和创业信息获取渠道、
员工招聘渠道和创业绩效.具体的操作化方法如下:

返乡创业动机.已有文献将创业动机区分为生存型创业和发展型创业[３０].生存型创业指的是

因找不到其他工作而不得不自我雇佣,因而也是一种被动型创业.与之相反,发展型创业是人们为了

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或实现某种超物质的理想抱负而进行的创业活动.本次调查设置了“返乡创业

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该问题的答案选项有７个,分别是:养家糊口、解决看病和子女上学等

问题、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地位、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带领乡亲致富、推动家乡发展.据此,本文构

建了创业动机这一虚拟变量,将生存型创业编码为０(选项１和选项２),将发展型创业(选项３~选项

７)编码为１.
获知返乡创业政策.本次调查询问了返乡创业者是否了解创业扶持政策、创业税收政策和创业

培训政策.如果受访者回答“了解”则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政策信息获取渠道.该变量对应的题项是“创业政策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取的?”,答案选项有以下

４个,分别是:(１)亲友介绍;(２)村干部;(３)当地政府网站;(４)电视、报纸、广播和网络.根据每一种

信息渠道构建一个虚拟变量,选择“是”编码为１,选择“否”则编码为０.
员工招聘渠道.测量该变量的题项是“您主要从哪个渠道招聘员工,包括临时工”,共有四种渠

道:(１)亲友推荐;(２)网上找;(３)在市场上找;(４)当地电视、报纸做广告 .针对每一种招聘渠道构建

一个虚拟变量,选择“是”编码为１,选择“否”则编码为０.
创业绩效.学术界对创业绩效的测量指标存在争议,但多数文献建议采用企业主评价的主观指

标与企业财务状况的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思路[３１].据此,本文构建了两个测量创业绩效的指标:首先,
从创业者的主观评价测量创业绩效的题项是“您对自己的创业企业是否满意?”,答案赋值方式是:极
不满意＝１,很不满意＝２,不满意＝３,一般＝４,满意＝５,很满意＝６,非常满意＝７.据此,构建一个取

值范围是[１,７]的连续变量来表示主观维度的创业绩效;其次,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是常用的衡

量企业绩效的客观指标[３２],据此可以构建两个客观维度的创业绩效变量,分别是:企业在２０１８年的

销售收入和净利润.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调查将这两个变量设定为定序变量,编码方式为:０~２０
万＝１,２１~４０万＝２,４１~６０万＝３,６１~１００万＝４,１０１~３００万＝５,３０１~５００万＝６,５０１~
１０００万＝７,１０００万以上＝８.

(２)自变量为特殊信任.在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使得人际信任由于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

而存在强弱差别,大体上呈现为针对亲属的特殊信任和针对整个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２５].采用返乡

创业者对亲属的信任程度来测量特殊信任,取值范围是[０,１０].该变量的数值越大,表示特殊信任程

度越高.
(３)控制变量.本文纳入了可能会影响处于不同阶段的返乡创业的变量,涵盖了个体、企业和地

区三个层次的信息.个体层面的变量有:创业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态、户口

性质、自评健康、子女数量、同住人数、返乡前有培训经历.企业层面的变量有:企业员工数和企业新

增投资额①.此外,地区变量也被纳入统计模型中.

３．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１为分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首先,亲属信任上的平均得分为９．２,表明返乡创业者对亲

属非常信任.其次,返乡创业过程的详细信息如下:(１)７５％的返乡创业者是基于发展型动机进行创

业;(２)在调查的返乡创业者中,有４１．３％的人了解扶持政策,有４５．２％的人了解税收政策,有３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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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了解培训政策;(３)询问亲友是返乡创业者获取政策信息的主要途径,占创业者总人数的２７％;
(４)有６９％的返乡创业者是通过亲友推荐来招聘员工的;(５)在创业绩效方面,创业活动的主观评分大

于５,表明返乡创业者对创业绩效具有很高的满意度.在客观指标,返乡企业在２０１８年的平均销售

收入区间是４１~６０万,其中的净利润接近２１万元.
在人口统计学方面,返乡创业者以年轻且拥有高中学历和农业户口的男性为主,该群体对自身健

康状况的评价处于中下水平.超过九成的返乡创业者都成立了家庭,孩子数量大约为２个.３７％的

人在外地工作期间接受过创业培训.在企业层面,返乡创业者雇佣的员工数为１７人,在２０１８年投入

的金额为１３８万元.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特殊信任 ９．２４１ １．１６０ ０ １０ ２１３６

发展型创业 ０．７５４ ０．４３１ ０ １ ２１３６

了解返乡创业扶持政策 ０．４１３ ０．４９２ ０ １ ２１３６

了解返乡创业税收政策 ０．４５２ ０．４９８ ０ １ ２１３６

了解返乡创业培训政策 ０．３７０ ０．４８３ ０ １ ２１３６

信息获取渠道(亲友) ０．２７１ ０．４４４ ０ １ ２１３６

信息获取渠道(村干部) ０．０９５ ０．２９３ ０ １ ２１３６

信息获取渠道(政府网站) ０．１３５ ０．３４２ ０ １ ２１３６

信息获取渠道(大众传媒) ０．２１７ ０．４１２ ０ １ ２１３６

招工渠道(亲友) ０．６８９ ０．４６３ ０ １ ２１３６

招工渠道(网络) ０．２５２ ０．４３４ ０ １ ２１３６

招工渠道(市场) ０．２４４ ０．４３０ ０ １ ２１３６

招工渠道(媒体) ０．０９６ ０．２９５ ０ １ ２１３６

创业满意度 ５．１６８ １．０６３ １ ７ ２１３６

年销售收入/万元 ３．１００ ２．２５３ １ ８ ２１３６

年净利润/万元 １．８８１ １．５２２ １ ８ ２１３６

性别(男性＝１) ０．７１２ ０．４５３ ０ １ ２１３６

年龄 ４０．９８３ ８．６９８ １９ ７２ ２１３６

受教育年限 １１．７０３ ２．９５０ ０ １９ ２１３６

中共党员 ０．１４９ ０．３５６ ０ １ ２１３６

婚姻状态(有配偶＝１) ０．９１１ ０．２８５ ０ １ ２１３６

户口性质(非农＝１) ０．３３８ ０．４７３ ０ １ ２１３６

自评健康 ３．６９９ ０．５８４ １ ５ ２１３６

子女数量 １．５０６ ０．８０６ ０ ５ ２１３６

同住人数 ３．８８５ １．４００ １ １２ ２１３６

返乡前接受培训(是＝１) ０．３７３ ０．４８４ ０ １ ２１３６

企业员工数 １７．０９６ １１５．６００ ０ ５０００ ２１３６

企业新增投资/万元 １３８．４１４ ７６７．６２５ 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１３６

　　三、数据分析结果

　　１．特殊信任对创业动机的影响

创业动机是一个虚拟变量(生存型创业＝０,发展型创业＝１),所以需要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

行估计.表２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亲属信任变量的系数值为０．０８４,在１０％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对

６８



第５期 柳建坤 等:乡村振兴背景下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过程的影响 　

亲属信任程度高的创业者更可能基于发展型动机进行创业.具体而言,对亲属的信任每提升１分,返
乡创业者基于发展型动机进行创业的几率提高９％.虽然离开农村会使农民脱离于当地的亲属网

络,但返回到农村后,血缘关系仍可以帮助其迅速融入其中.对亲属高度信任会使返乡农民的态度和

行为受到亲属关系的影响,所以会基于家族甚至是整个地域共同体的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而且,
由于返乡农民有能力承担更大的创业风险,因而更可能为了增进公共利益而从事创业活动.

２．特殊信任对创业信息获取的影响

表２　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动机的影响

创业动机
模型１

特殊信任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５)
控制变量 YES

常数项 －２．３４５∗∗∗

(０．７１５)
样本量 ２１３６

pseudoR２ ０．１０３

　注:(１)∗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１％水平上显著;(２)控制

变量包括:创业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

貌、婚姻状态、户口性质、自评健康、子女数量、同住人

数、返乡前的培训经历、企业规模、企业新增投资、企业

所在地区.

表３　特殊信任对了解返乡创业政策

信息的影响 n＝２１３６

扶持政策
模型１

税收政策
模型２

培训政策
模型３

特殊信任 ０．１２４∗∗∗ ０．１３２∗∗∗ ０．１４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４)

男性
０．１３６ ０．２２０∗∗ ０．１１９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３) (０．１１０)

年龄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党员 ０．６９２∗∗∗ ０．５０８∗∗∗ ０．６５５∗∗∗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５)

有配偶
－０．２０７ －０．０３９ －０．０８８
(０．１８８) (０．１８６) (０．１９９)

子女数量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７ ０．１４０∗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７)

非农户口
０．０４３ ０．１０４ ０．１２８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０)

自健康
０．０５３ ０．１５７∗∗ ０．１９６∗∗

(０．０８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６)

同住人数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０ ０．１０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９)

接受培训 ０．８１３∗∗∗ ０．６７９∗∗∗ １．１６６∗∗∗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８)
地区 YES YES YES

常数项 －４．５２６∗∗∗ －５．１１８∗∗∗ －５．５０４∗∗∗

(０．６４３) (０．６３６) (０．６８１)

pseudoR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０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后
表同.

本文从两个方面考察返乡创业过程中的信息获取,
也即创业者是否了解相关政策以及信息获取的具体渠

道.首先,创业者是否了解相关政策是一个虚拟变量,
因而合理的统计方式是使用 Logistic回归模型.表３
的三个模型的结果显示,亲属信任变量的系数值分别为

０．１２４、０．１３２和０．１４４,且在１％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

明亲属信任对创业者了解有关返乡创业的政策有正向

影响.具体而言,对亲属的信任每提升１分,返乡创业

者了解创业扶持政策、创业税收政策和创业培训政策的

几率将分别提高１３．２％、１４．１％和１５．１％.事实上,当
个体拥有他人所不拥有的信息时,更容易从中识别创业

机会[２０].在农村地区开展创业活动面临着各种约束条

件,这就凸显了政策扶持的重要性,因而获取政策信息

是农民返乡创业首先考虑的问题.但返乡创业者还要

考虑如何获取信息的问题,他们需要在政府、媒体和熟

人等诸多渠道中进行选择.特殊信任水平越高,意味着

返乡创业者与亲属的关系更加紧密,因而更可能通过亲

属来了解与返乡创业有关的政策信息.表３反映了特

殊信任对政策信息获取的正向影响,但是否是由亲属传

递信息则需要进一步地分析.
表４可见亲属信任创业信息获取渠道的影响结果.

模型１的因变量是亲友渠道,亲属信任变量的系数大于

零(０．０７８),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亲属信任对于返乡

创业者从亲戚朋友处获取创业信息有促进作用.具体

而言,创业者对亲属的信任程度提高１分,其通过亲戚

朋友获取创业信息的几率将提高８％.模型２和模型３
的因变量是村干部和政府网站,代表着官方信息渠道,
模型４的因变量则代表的是一种基于大众传媒的信息

获取渠道.亲属信任在这三个模型中都不具有统计上

的显著意义,这表明创业者是否从村干部、政府以及大

众传媒获取创业信息与其对亲属的信任程度的关系是

较为微弱的.本文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是由两个

因素造成的.一是信息搜寻成本.政府部门是政策的

制定者,其发布政策信息的渠道较为狭窄.虽然一些城

市政府会在官方网站中发布政策,但基层政府缺少这些

条件,转而采取内部传阅或张贴布告栏的方式进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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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这样,身处外地的农民很难直接获知政策信息,只能通过当地亲属间接地来了解.二是信息质

量.政府和媒体传递的政策信息是面向所有人的,而信息的价值与其公开的程度成反比.而且,一些

政策信息是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的,身处外地的农民对政策的理解可能存在困难.但亲属对

政策内容的解读更为透彻,能够提供一些政策文本之外的信息.因此,对亲属具有较高信任的返乡农

民更相信亲友提供的政策信息是有价值的,并且是可信的,因而会选择他们来获取相关信息.
表４　特殊信任对政策信息获取渠道的影响 n＝２１３６

亲友模型１ 村干部模型２ 政府网站模型３ 大众传媒模型４

特殊信任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９)

男性
－０．０３５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３ ０．２０５

(０．１１２) (０．１８０) (０．１５３) (０．１２６)

年龄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３ －０．０７８∗∗∗ ０．１５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１)

党员
０．１２３ ０．６６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２

(０．１４１) (０．１９２) (０．１７６) (０．１４９)

有配偶
０．０６２ －０．４０２ －０．０３０ －０．３０６

(０．２０３) (０．３１８) (０．２５７) (０．２０９)

子女数量
－０．０３９ ０．１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０) (０．１１６) (０．１０５) (０．０８７)

非农户口 ０．１８９∗ －０．９３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２

(０．１１２) (０．２０７) (０．１４５) (０．１２１)

自评健康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１ ０．２６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８７)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０) (０．０９６)

同住人数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３)

接受培训 ０．６０２∗∗∗ ０．３４０∗∗ ０．６１４∗∗∗ ０．４２８∗∗∗

(０．１０１) (０．１５５) (０．１３２) (０．１０９)

地区 YES YES YES YES

－２．３６５∗∗∗ －３．１２６∗∗∗ －６．５２５∗∗∗ －４．６９２∗∗∗

常数项 (０．６７５) (１．０５３) (０．９３３) (０．７４６)

pseudoR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４

　　３．特殊信任对员工招聘渠道的影响

表５为使用Logistic模型估计亲属信任对员工招聘渠道的影响结果.模型１和模型２的因变量

是电视和报纸代表的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代表的新媒体,模型３的因变量是劳动力市场.在这三个模

型中,亲属信任变量的系数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表明返乡创业者对亲属的信任程度并不会影响

他们通过大众传媒或劳动力市场招聘员工.模型４是以亲友推荐作为因变量,亲属信任变量的系数

为０．１３８,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对亲属的信任程度提高１分,创业者录用亲友推荐的人的几率将提

高１３．８％.坐享其成的机会主义行为是集体行动困境的主要表现.企业组织需要处理大量的经济事

务,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更大,因而如何抑制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企业主普遍关注的问题.其中,
熟人关系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一方面,企业主对熟人有较高的信任度,在主观上认为其做出机会

主义行为的几率较小;另一方面,熟人关系是重复博弈,这可以对对方做出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督.
因此,在返乡农民高度信任亲属的情况下,其对亲友推荐的人会产生信任,认为其做出机会主义行为

的可能性较小,因而会在招聘时对其有更高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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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特殊信任对员工招聘渠道的影响 n＝２１３６
电视和报纸模型１ 互联网模型２ 市场模型３ 亲友推荐模型４

特殊信任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０ ０．１３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２)

男性
－０．０９４ ０．２０５∗ ０．３７５∗∗∗ ０．５７４∗∗∗

(０．１０７)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１) (０．１８９)

年龄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２ ０．１２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９)

党员
－０．１２３ －０．２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１３７) (０．１５３) (０．１４６) (０．２０８)

有配偶
０．０９８ －０．１８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２
(０．１８８) (０．１９６) (０．２０３) (０．２８９)

子女数量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６ ０．１７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３) (０．１２０)

非农户口
－０．０１６ ０．５３９∗∗∗ ０．０８１ ０．３２３∗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５) (０．１６５)

自评健康
－０．１１３ ０．１５０ ０．０５４ －０．１５９
(０．０８４)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１) (０．１２６)

同住人数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０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１)

接受培训
０．０７６ ０．２０６∗ ０．１２８ ０．２３３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６) (０．１５３)

地区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０．９３９ －２．２５８∗∗∗ －２．５５１∗∗∗ －４．０７９∗∗∗

(０．６３４) (０．７１９) (０．６９１) (１．０４２)
pseudoR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３

　　
表６　特殊信任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n＝２１３６

销售收入
模型１

净利润
模型２

绩效满意度
模型３

特殊信任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１１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

男性 ０．１６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３)

年龄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党员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７１) (０．０６８)

有配偶 ０．２０３∗∗ ０．０９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９３)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３)

子女数量 －０．０８６∗∗ －０．１０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７)

非农户口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３)

自评健康 ０．１３３∗∗∗ ０．０７３∗ ０．１３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０)

同住人数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９)

接受培训 －０．１０９∗∗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８)

员工数 ０．４４６∗∗∗ ０．４１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３)

新增投资 ０．１９９∗∗∗ ０．２０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地区 YES YES YES
pseudoR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５６ ０．０２１

　　
４．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

最后考察了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的客观绩效和创

业者的主观绩效评价的影响,基于 OrderedProbit模型

的估计结果如表６所示.模型１和模型２的因变量是

创业绩效的客观指标,即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在２０１８年

的销售额和净利润.可以看到,特殊信任在两个模型中

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表明对亲属的信任程度与企

业财务状况并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认为,亲
属信任并未提升企业绩效的原因,在于返乡创业在政策

信息获取和员工招聘两个阶段受到了阻碍.因此,特殊

信任会使返乡创业者仅在小圈子内获取创业信息,并且

会使员工招聘渠道变得狭窄.这无疑会造成员工来源

的单一化,并且使雇佣关系会受到私人关系的影响,从
而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

模型３将因变量替换为创业满意度指标,亲属信

任变量的系数为０．１１６,且在１％水平上高度显著,这
表明创业者对亲属的信任程度对创业满意度有正向

影响.这一结果与已有的研究发现相一致.郭红东

等对２２个省４４５家农村企业的研究发现,除了基于

客户的市场性关系网络可以提高创业者的满意度外,
基于亲属和朋友的社会性关系网络也具有类似的促

进作用[１９].可以认为,之所以亲属信任可以提高主观

维度的创业绩效但对客观维度的创业绩效没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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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很可能是因为过度的特殊信任会影响创业者对企业经营状态的判断,形成一种超出实际情

况的过度乐观的看法.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以返乡创业者为对象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考察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以亲属信任为代表

的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特殊信任是影响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其在创业的不

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别,具体表现为:(１)特殊信任有助于返乡创业者从事以实现集体利益为

目标的创业活动;(２)特殊信任可以使返乡创业者更了解相关政策,但信息获取途径局限在亲友范围;
(３)特殊信任会促使返乡创业者将亲友推荐的人作为员工;(４)特殊信任可以提升返乡创业者对创业

绩效的主观评价,但并不能提高客观的经济绩效.
已有文献主要关注社会信任或普遍信任与创业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境证实

了特殊信任会影响返乡创业活动,从而丰富了信任与创业关系的文献.尤其是借助于数据的优势,本
研究首次展示了返乡创业的全过程并全面审视了特殊信任的多重影响.此外,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

促进返乡创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方面,亲属信任是返乡创业者在家乡所拥有的重要社会资本,
但对它的使用应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在创业初始阶段,亲属信任可以降低返乡创业者的风险预期,使
其愿意从事一种超越私人利益的创业活动,并且可以快速传递政策信息,提供劳动力资源,增强对创

业活动的满意度.但以亲属为对象的信任很难支撑更深入的创业活动,比如难以直接获得政府提供

的信息、招聘渠道狭窄等,从而限制企业发展的潜力.因此,返乡创业者应在创业活动的不同阶段有

意识运用亲属信任,扬长避短,将这种非正式制度对创业的积极效果最大化.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进

一步加大对返乡创业活动的支持力度,可供参考的做法如下:第一,借助社会网络和大众传媒等方式

大力推广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使返乡创业者能够及时获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二,完善公开性的劳动力市场,降低返乡创业者为招聘员工所付出的搜寻成本;第三,降低返乡创业

者通过正式渠道进行融资的门槛,并开设具有针对性的金融课程来提高返乡创业者的金融素养,使其

可以运用金融工具来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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